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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的《漫水》首发于 2012 年 1 月复刊的《湖

南文学》。作品一出，便引发了各界的极大关注。

好评如潮中，更是荣膺了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但值得注意的是，《漫水》的纯净自然、朴素明丽

与其先前农村叙事的浊重沉郁、艰涩严峻相比，可

谓是相距甚远。非但如此，将《漫水》置于王跃文

整个创作中来观照，它的恬淡和谐、优美自然与先

前权场叙事的愤激凌厉、深沉忧患相比，也是大相

径庭。此种情形是君子豹变还是中年变法？是凌空

翻转还是有迹可循？文本中是否存在着更为隐秘与

复杂的情形？《漫水》在王跃文创作中又有着怎样

的意义？所有这些问题的解答不是单篇作品的品评

与赏析就可以完成，也不是简单类比阐发就可以把

握得了的。它需要我们从作者审美观念和创作实践

中去循波讨源、以意逆志，也需要我们从作家整体

创作中去互文生发、融会观照。

一  批判立场背后的温情念想

作家创作风格的变化，特别是成熟的、具有稳

定个性作家创作的变化，原因是多样的。有的是其

多样而丰富才情的自然呈现，有的是其人生境遇与

心智发展所致的蜕变，有的则是创作者寻求创新和

突破的勉力之举。君子豹变，并非无迹可寻，贴近

王跃文文学实践可直觉其人生深处的诗意念想。他

在批判现实、发露腐朽的同时，也有着对于优美与

柔情，和煦与温暖的深情渴望。同时，这不仅是其

文学观念的萌蘖，也在其创作实践中有着具体的体

现。

《国画》出版时，王跃文在代后记《拒绝游戏》

一文中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创作立场。他写道：“我

既不想颓废，也不愿麻木，就只有批判。这些年中

国文坛制造‘主义’的成就似乎超过了文学本身的

成就。林林总总的‘主义’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你还没来得及弄清某某‘主义’是怎么回事，它已

是明日黄花了。风过双肩，了无痕迹。我倒觉得，

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是批判现实主义。”［1］后来在《我

的文学启蒙》中又自陈：“我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一

以贯之的思想艺术追求应该说是清醒的现实眼光和

现实主义精神。”［2］2017 年他在《王跃文文学回

忆录》中再次表明：“我并不觉得自己的小说深刻

到哪里去，不过是去掉过去同类题材文学作品中的

种种伪饰，赤裸裸地呈现了现实的真相而已。”［3］

确实，王跃文的创作所持的基本立场是批判现实主

义的。这种立场的形成，既有中国传统现实精神的

滋养，也有近现代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取下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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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温馨自然、恬淡优美的《漫水》是王跃文桃源念想与诗性瞩望在低抑后的

发明与敞亮。为了建构优美的诗性世界，他始终让“漫水”在时代蜕变中保持着单纯而高

远的风致，让人性的善与美给生活以诗意和温暖，更让“爱”回归灵魂的温柔。面对审美

意向与生活经验不谐的罅隙与矛盾，诗性瞩望与时代语境之间的犯冲与悖反，作品通过回

忆性叙述视角的采用，单纯明净的形象塑造，民情风俗的和悦展示及传统人文的无声浸润，

将其巧妙地稀释与消融，从而获得了整体的和谐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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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写出他的血和

肉来”［4］取向的影响。同时，还与王跃文在大学求

学时期大量阅读 19 世纪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有关。正因如此，王跃文开始搦管之际，现实批判

也就成了他的基本取向，“深沉的忧患意识，凌厉

的批判锋芒”［5］也成为其创作的审美基调。在《国

画》《苍黄》等小说中，对权力本位、道德堕落、

人性异化等造成的上下浇薄、夫妻反目、朋友背信、

亲人离德的批判；在《拍手笑沙鸥》《我们把肉体

放在何处》等杂文集中，对日常世相中普遍存在的

功利自私、短视愚昧、欲望中心等劣根性的剖析，

无不是上述立场的具体体现。

对黑暗丑恶批判最为尖锐者，往往最钟情于优

美健康的人性；对异化畸形深恶痛疾者，常常最向

往朴素真淳的桃源世界。鲁迅在激越决绝地“与黑

暗捣乱”时，却对记忆中故乡风物与童年伙伴有所

眷恋；沈从文极力批判都市的朽败堕落与人性异化

时，却在湘西边地精心建构供奉自然人性的希腊小

庙，同样，王跃文在直击时弊、批判朽败时，也深

情地瞩望着“爱”与“美”。面对时代的浮躁与功利，

王跃文深深慨叹：“人们现在都很焦虑，很浮躁，

欲求永远也得不到满足。什么都想要多要快，来不

及似的往前赶，又不知自己要到哪里去。丧失了对

理想的坚守，对道德法则的坚持，对真正的美好事

物的向往。”［6］目睹欲望的泛滥、生命的粗糙与人

性的冷硬，他为“人们需要一条散发着荷尔蒙气味

的内裤来满足他们的快感，生命的神圣与高贵却被

轻视和亵渎”［7］的做法痛心不已。他的担忧是沈从

文“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

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

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

以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8］的当代呼

应。批判丑恶、发露黑暗，是文学对人生的“正视”，

但表现美好、书写善良、寻求灵魂的温暖、渴望苦难

的救赎，也是文学所求。“人类需要被照亮，也需要

正义与光明引领，这就是文学存在的理由。”［9］文

学是求真的，也是向善的，更是尚美的。文学在批判

黑暗、警示人生的同时，还应有着更为开阔的视域

与高远的境界来引领读者向善爱美。对此，王跃文

一直有着清醒的认知与自省，只因各种因缘与前业，

其文学的向度与界面未曾获得充分的敞开。

随着阅历的丰富、体验的深入与实践的发展，

王跃文的文学认识出现了微妙的调整与变化。他在

强调文学之“真”的同时，开始正面高扬文学中“善”

与“美”的力量，认为“文学当然首先必须真实，

因为真是善的起码前提；但仅有现象的真实还不够。

文学除了描写和展示，还必须有一种向善的力量，

这种善其实就是一种价值判断”［10］。在黑暗之中，

仰望星空；在沟渠之间，念想温暖。这不是心灵的

脆弱，而是人性的可贵。他说：“人们需要有乐观

精神，多看光明和温暖，不然我们的生活就是人间

地狱，我们会丧失生活的勇气。”［11］他向往“君子”

人格，感慨“仁的境界”，认为“人应常怀仁心，

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12］。他对创作中“有

些按捺不住”，不平和，也不冷静，“下笔如放野火，

不顾格局和节制”［13］予以反思；他不认同张爱玲

那种“不怕、不求、不屑。不怕伤人和自伤，也不求、

不屑人的理解和原谅”的人生态度，更因《小团圆》

中无所不在的“冷酷、伤害与恨”所组成的“寒冷

如冰雪”的世界而感到不适。当然，王跃文并不否

定张爱玲是直面生活的“真勇士”，而是认为文学

有“面对生活的真诚和勇气”的同时，“还要有慈悲，

要有热心肠，要有对人世间的大爱和大悲悯”，“文

学的大境界还是必须有担当，有道义，有善、有温暖，

文学中不能只有冷酷、伤害与恨。文学里，爱应该

是底色，是前提。除了对人类困境和人类前途的思

考与探索，文学还要能建设，能安慰、能展示和歌

唱健康优美的人性”［14］。他也常告诫自己少些“火

气”、多些“从容”，“让自己慢下来，静静地看，

细细地想，慢慢地写”［15］。这不是消极无为，而

是走向融会求真、向善、尚美的新境界。

在人生感悟与审美观念抉幽发微中，我们见到

了王跃文创作蜕变的某种可能，而对其创作实践的

梳理与阐发，则更可见到这种变化的脉动。在人性

的阴暗与生活的朽败面前，王跃文坚守严峻的“真”，

但对于苦难与无明中的生命，又是深怀悲悯的大同

情，深植爱与美的真诚瞩望。在《国画》（人民文

学出版社，1999 年初版）这一悲愤之作中，他毫不

留情地将围绕在权力周围的巾帷与绶带剥落。虽然

笔之所向一片荒芜与灰暗，但依然可触摸到文本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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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温柔和悲悯。王跃文说：“我在小说里对诸多

人物都抱有极大的同情，对朱怀镜和梅玉琴同样都

是同情的，他们都是身陷在泥潭里的可怜人。”［16］

非但悲悯与同情，在利用与倾轧、丑陋与邪恶中，

李明溪对艺术的执著与痴迷，曾俚对正义的单纯与

热烈，梅玉琴对爱情的纯粹与真挚，无不是混沌芜

杂、浊重恶劣中的美丽与温暖。与《国画》相比，《梅

次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年初版）中的朱

怀镜产生了诸多的变化。他一改先前的贪婪虚伪、

机心世故而变得进退有度、执正守本且有所作为：

捐出不义之财，规范工作程序、抵制王莽之的黑手等。

《西州月》（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 年初版）中的

关隐达是叙述者亲和与认同的形象。他从容恬淡、

应运随缘。不仅有着谦谦君子的儒家气质，也有着

道家无为恬淡的风神。而《大清相国》（山花文艺

出版社，2007 年初版）中的陈廷敬则可说是传统儒

家名臣的成功典型，他秉持儒家入世有为、兼济天

下的信念，有效拿捏法家势术实用之道，积极融合

道家进退自然、随运应化的人生态度，在给读者以

丰厚绵长的人生情韵时，更给读者以人间自有正道

的欣慰。《苍黄》（湖南文艺出版社，2009 年初版）

中，作品在批判对权力失去敬畏者所引发的种种“怕”

的同时，塑造了李济远这一仁爱温厚、与人为善、

且常怀恻隐之心的形象。他尽心补救种种错差的真

诚与敦厚，深切担忧各样过失的痛心与焦虑，无不

让读者感受着“在人间”的“爱”与“美”。与权

场叙事的这种情形相应，在《我的堂兄》《乡村典故》

《也算爱情》等乡村叙事中，通哥、“父母”、满叔、

腊梅等人身上散发的与大地同在的乐生悦世的人生

情怀，生生不息的质朴元气，超越苦难与不幸的惊

人毅力，也无不是浊重艰涩生活中值得珍惜与呵护

的“诗”与“美”。

可以看出，从文学观念到创作实践，从形象塑

造到价值取向，建构诗性人生、释放心灵深处的温

柔瞩望，是王跃文长期的、久积的生命渴念，它有

着由潜隐而显在，由微渺而深浓，由清浅而醇厚的

内在发展脉络。《漫水》虽然与其他作品在风格意

蕴上有着某种不同，却是王跃文审美心理与诗性人

生渴念的必然，更是其创作实践中不断自我调整与

努力拓展的审美具化。

此处还需注意王跃文 2014 年出版的《爱历元年》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 年初版）。与上述作品不同，

《爱历元年》是《漫水》之后王跃文为数不多的重

要作品。作品以喜子和孙离的情爱生活为主体，表

现出王跃文在苦难与幸福、不幸与温情、批判与救

赎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喜子、孙离、李樵、小安

子等人虽然没有遭遇时代无序造成的苦难，也没有

在权力的魔障中出现生命的异化，但他们身上同样

有着如何面对欲望与苦难的“重”，也有着如何面

对虚无与迷惘的“轻”，“他们都陷入了人性的炼狱，

都是很痛苦的人”［17］。与以往创作中表现主人公

不知身在何处的迷惘、身心疲惫的无奈、灰色荒诞

的痛苦不同，叙述者让笔下的人物找到了自己的归

宿，那就是属人的“爱历元年”——人性人心的原

初的“善”与“美”。在这里，每个生命找到了真

正属于自我的家，找到了生命与心灵安顿的所属。

正因如此，王跃文称“《爱历元年》是一本关于爱、

救赎和宽容的书”［18］。对《漫水》之前的作品进

行梳理，可以清晰见到此前王跃文对温暖与柔情的

涓滴之念朝着《漫水》的汇集，而对其后之作《爱

历元年》的把握，似乎难于给《漫水》创作流变以

应有的阐发空间。其实不然，前者呼来后者应，彼

处唱而此处和。从《爱历元年》去返观，更可见到《漫

水》对人性温柔与生活之美深情凝眸与真诚书写上

产生的意义与影响。

二  乡土生活的纯化与从容叙说

王跃文生于农村、长于乡土，虽经历了“文革”

的痛苦，但融入大地的渴望、对桃源世界的念想，

以及时光对既往记忆的纯化等，让其在远离乡土后

依然对故园有着深深的眷恋。于此，王跃文曾在《我

那柔弱而坚韧的乡村》《乡下人的血性》《无违》

等文章中有着深情的表白。当他在建构自己的诗性

世界与心灵净土时，回顾乡土、亲近田园成了一种

自然的选择。《漫水》的世界，就是他以故乡漫水

村为原型进行的诗意建构。

选择了乡土，但如何避开苦难生活的缠绕？如

何突破既定创作的遮蔽？如何表现人物，安排命

运？如何葆有时代的应有特质？如何凸显自我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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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这些无疑都是作者创作实践中直接面对且需

要审慎处理的问题。为了具化自我的诗性瞩望，王

跃文对“漫水”进行了全面的审美创化。首先，在

环境设置上，《漫水》有开放性，同时又有其应有

的单纯与自足。与《桃花源记》那样隔离人世不同，

也与《边城》那样内在自足相异，《漫水》的世界

是开放的，它感应着时代的潮汐，也经历着风雨的

涤荡。它的世界是充实且富于变化的，有“解放”“文

革”“改革开放”等近半个世纪的“变”，也有生

老病死、爱恨情仇轮回的“常”；有多样的善恶的

冲突，也有种种美丑的矛盾。但漫水不为外在风雨

苍黄所动，依然能够葆全其恬淡的风致与宁静的姿

态。其次，《漫水》虽然时间跨度大，所述事情多，

但矛盾冲突并不复杂紧张。社会体制的更替、政治

运动的洗刷、市场经济的冲击等呼啸而来，但叙述

者并未让矛盾朝着刚性方向发展，而是举重若轻、

淡笔勾勒，让其在余公公、慧娘娘天高云淡、静水

深流的生活中闪现，最终在朴素单纯、温和宽厚的

人道情怀中涣然冰释。因此，也就没有出现《雾失

故园》《冬日美丽》等作品中那种“极左”路线、

金钱异化所造成的不幸和苦难。在艺术表现上，作

品也改变了《我的堂兄》《也算爱情》等乡土叙事

中那种客观写实和讽刺笔法相结合的写法，而是以

一种“慢下来”的心态，将久积的乡村经验用悠长

温馨的情感包裹着，用浸润的方式渗透于民情风俗

与日常生活中，将对乡村世界宁静谐和、温馨淳朴

的眷恋氤氲在字里行间。

当然，上面所述只是文本的表层状态，而要深

入认识作品，则需要对叙事结构进行具体把握。一

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应该具有三个基本因素：“促使

主角形成一个目的的起始事件；主角为达到目的而

做出的努力；努力的结果。”［19］《漫水》很是独特，

作为作品主角的余公公、慧娘娘，似乎对自己的人

生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他们不汲汲于富贵权力，

也不激进于个性解放，更不踊跃于社会变革，他们

只是顺应自然生命的进程，劳作生息、生老病死、

自然而然。同时，作品中也没有为他们设置一个促

使其形成目的的起始性事件。扯辣椒、捡枞菌、建

房子、割老屋、看舞龙、谈闲天……民情风俗的细

节充满了整个文本，日常生活的点滴更让人物变得

闲散而淡远。但从内在叙事的推进来看，余公公与

慧娘娘的生活并非无目的，他们的目的是顺应生命

进程，葆有属我的温爱素朴、善良单纯的自然之性。

但因他们的目的是原初性的，就在人物当下生活与

日用伦常之中，从而也就难以给人“鲜明”的印象。

他们的生命追求与其日常生活的这种高度融契，是

“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也是一种“无为而无不为”

的自由自在。虽然在叙事展开中保全生命诗性并非

一个典型的目的性事件，但人物形象也需要有“为

达到目的而做出的努力”。具体来看，那就是对外

来强权的抵制、对狭隘道德的拒绝，以及对物质欲

望的超越。

在《漫水》波澜不惊、明净自然的生活中，余公公、

慧娘娘与“绿干部”、秋玉婆的冲突可说是整个作

品中最为紧张的所在。前者是乡村道德与外来强权

之间的，后者则是乡村道德自身常态与畸变之间的。

面对“绿干部”的非议与强势，余公公毫无畏惧，

不仅勇敢地站出来主持公道，更是严厉地斥责了“绿

干部”：“不要以为你屁股上挎把枪哪个就怕你了，

我们不犯王法，你那家伙就是坨烂铁！”［20］有慧

更是趁着夜色扑了“绿干部”的黑。秋玉婆的好嚼

舌根、搬弄是非，是乡村道德自身狭隘与畸变的典型。

她不仅受到了“有余”的批评，还受到了天谴。在

神秘的炸雷声中，死去的她下巴竟然掉了下来。当

然，生命诗性的持存并非仅仅表现在这些基本矛盾

的解决上，它还有着更为高远与美丽的情怀和境界，

这一点在余公公和慧娘娘那儿同样有着典型的体现。

余公公为逝去的人“割老屋”时，不收取任何工钱。

他温言劝解“绿干部”，要他不要因妻子有外遇而

恼羞，而应当反思自我、尊重妻子。他还在屋前屋

后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花木，用心经营着自我爱美的

天性。慧娘娘同样如此。当小刘来到她家改造时，

她不仅不对其另眼相看，更是理解她的难处，时时

处处给其以细心的照顾，贴心地开导她说：“世上

哪个人敢保证自己是干净的！”［21］当秋玉婆突然

辞世时，她不计前嫌，为其洗澡妆身。甚至水有点

冷，她都会要求加热。说：“死者为大！侍奉死的，

同侍奉活的，要一样。”［22］在余公公与慧娘娘那里，

他们对苦难的抗争，自然而又柔韧；对生命的尊重，

朴素而又温润。它不仅超越了乡村伦理的种种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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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板结，更是努力将传统与现代生命意识进行日常

性的有机融合。

生命向外，要直接面对时代的混乱、强权的威压、

欲望的席卷；向内，则需要面对情与欲、得与失、

念想与现实、守护与远离的冲突与矛盾。年轻美丽

的慧娘娘进入漫水时，她为沉寂简陋的乡村带来了

特有的风景。她知书识字、善良温柔、坚强自尊。

她虽是柔弱女子，却积极学习新的医学知识，为漫

水人治病助产，提高生活质量；为死者装殓遗容，

让生命有了最后的尊严。她虽曾沦落风尘，但不卑

不亢、娴静自持、端庄洁净。她如温煦的阳光，将

自己的德性懿行撒播到漫水所有的村民身上……或

许命运的安排不甚妥帖。明慧美丽、温柔如水的她

只能与瓷实敦厚的慧公公相伴，但她从不怨天尤人，

更不恣睢妄为，而是恬静自适、洁净不滓。她的到来，

深深打动了年轻的有余。他记住她来的日子，为她

仗义执言，为她与有慧争执蛐蛐的雌雄、菊花是否

可以入药，为慧娘娘精心打制樟木药箱、“割老屋”

以备后事……但有余始终将这种情愫安置在一个适

度的范围内，做到“发乎情止乎守护”。他没有让

自己的情感进一步发展，更没有突破道德的防线。

当有慧说他吹笛子是在呼唤母蛐蛐时，他就不再吹

奏；当慧娘娘问他怎么会记得自己来漫水的日子时，

他会说是自己那时恰好想去当兵吃粮。余公公的心

灵手巧、大度公道、勇敢正派、对生活与情感的珍

惜与爱护等也深深地打动了慧娘娘。有余吹笛子的

时候，她会自然地应和而踏着节奏，有余为小事与

有慧争执时，她内心会洋溢着幸福与满足，她欢喜

有余房屋四周种养的花朵，为有余的各种呵护与帮

助而感动不已……彼此之间有着一定的距离，也遵

循着各自的方向与归属。这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

的美，是一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美。它没

有突破既定状态的轰轰烈烈，有的只是细水长流波

澜不惊；它没有点燃熊熊的本能之火，有的只是彼

此之间心灵扶持时散发的人性芬芳。一切都在天高

云淡、泉水潺湲中纯化成人与人之间的相濡以沫，

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陪伴。

命运或许本就不甚妥帖，得失有无仅在咫尺方

寸间，但正是这一咫尺方寸，让人的生命获得其应

有的值域。虽然米兰·昆德拉说：“抒情的性比起

上一个世纪的抒情的情感世界还要更加可笑。”［23］

但是人之所以为人，不仅是对自然人性的释放，更

在于对自然人性的升华。在身体优先的当下语境中，

对“爱”的灵魂的重拾与表现，或许有点不合时宜，

但“爱”向“善”的转换，由身体向灵魂的温柔的

升华，无疑是生命之“美”的真正的归宿。生命中

总有着某种不圆满，对这种不圆满予以直接的抗争，

是追求自由的方式。而有些不圆满或许本身就是命

运无从避免的，对这种不圆满予以“顺应性”的超越，

也是获得自由的一种方式。因为“自由是心灵的最

高的定性。按照它的纯粹形式的方面来说，自由首

先就在于主体对和它自己对立的东西不是外来的，

不觉得它是一种界限和局限，而是就在那对立的东

西里发现它自己”［24］。也正如此，余公公、慧娘

娘的人生中虽然缺少一般意义上的“积极抗争”，

甚至显得有些无为与柔弱，但对这种不圆满与不如

意的某种宽容的“接受”或者“顺应”，不是生命

的退缩与怯懦，消极与放弃，而是一种“化为绕指柔”

的超越，它不仅不会有损于生命的诗性，更会让其

生命有着高远而庄严的境界。

三  淤塞的融通与传统人文的依托

建构属我的诗性人生，不仅与环境设置、情节

安排与人物塑造等具体问题有着直接的关联，而且

与创作者的人生阅历、创作经验与文化心理取向有

着极为复杂而微妙的交集。就在《漫水》从容迂缓、

不愠不火的叙述之中，在纯如山泉、淡如流水的人

物交集中，依然可以感受到作者审美意向和生活经

验之间的罅隙和裂缝，诗性瞩望和时代语境之间的

淤塞和阻滞；也可感受到作者对“漫水”世界礼赞

时的惆怅、认同时的隔膜、高扬之际的低抑。

乡土生活的粗拙与浊重，苦难与不幸，应该是

王跃文对生活最为直接的经验，也是其乡土记忆的

底色。《国画》《苍黄》《我的堂兄》《雾失故园》《冬

日美丽》中生活的浊重苦难、严峻深沉似乎已经在《漫

水》中实现了完美蜕变，转而化为一派纯净温馨和

满眼诗意葱茏。其实王跃文很难从苦难中完全超脱，

也不可能将其完全搁置，它们依然在文本中留下了

丝丝缕缕的印痕。用心体会，就可直觉到在《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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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从容叙说中，潜隐着难以名言的哀戚与酸涩；宁

静纯净的诗性下，总有着挥之不去的隐忧与失落。

慧娘娘苦难的身世、秋玉婆的毒舌、小刘的下放、“绿

干部”发起的运动、经济大潮的席卷……这些事件

虽不错综复杂，但其所意味的辛苦与酸涩是不言而

喻的。于是，在柔和的叙述中出现了一些不甚畅达

的淤塞，并潜在地具有让文本生发罅隙和裂缝的势

能。

与上述艰涩苦难的过去相应，当下的漫水世界

也存在着种种令人忧患与揪心的地方。今日的漫水

没有了昔日种种外在强力的干涉，却面临着无处不

在的市场大潮的冲击。虽然作为漫水的老一代，余

公公、慧娘娘在历经种种社会动荡与人生艰辛后，

依然能不忘初心，葆有素朴与单纯的诗性人生，拥

有恬淡高远的生命风致。但在强坨、旺坨、发坨等

新一代身上，则出现了诸多的蜕变。旺坨、发坨已

经远离，让漫水失去了应有的继承者。强坨很是不

堪，妻子与人私奔，自己也是疲沓懒惰、游手好闲、

怒怼母亲慧娘娘、与外人合伙偷走“龙头杠”……

这些无不表明漫水在“今不如昔”中颓变，余公公

与慧娘娘的诗性人生也总给人一种孤独凄凉、无可

奈何的黄昏之叹。

在《漫水》优美迂缓、悠远纯净的牧歌情调中，

既往的苦涩与当下的颓变打破了作品的单纯整一而

生发了裂缝与罅隙，让如潺潺流水般的叙述出现了

逆洄。显然，作者也应直觉到了文本的这种不谐和

矛盾，但他并没有让其扩大与蔓延，而是本着和谐

的美学精神进行了应有的化解。首先，叙述者采取

了回忆视角，将当下与往昔来回穿插，并将主体事

件安排在了过去。隔着几十年的时空回溯，苦难虽

然深重，但回首时乐感文化心理往往会将艰涩与痛

楚予以淡化稀释，让作品朝着单纯整一推进。其次，

将主要人物设置为富有童心童性的老者形象，也有

着让作品整体葆有单纯明净的功能。老年人不仅会

冷静地面对外在汹涌的时潮，更能恬淡地面对纷繁

淆乱的世相，表现出天高云淡、风澄相净的生命态度。

与此同时，余公公、慧娘娘还有着儿童般的天真与

可爱。捉蛐蛐辨雌雄的举动，为菊花是否能吃而起

的争执，狗咬人时对责任的积极承担等所表现出来

的赤子人格与真挚心性，无不让读者为之动容。这

也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弱化读者理性剖析文本罅隙与

矛盾的取向。再有，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重大社

会事件的纵深展开，巧妙地将关注重点转向风情民

俗与乡土日常生活的和悦展现上，甚至还给余公公

在严峻的政治情势下以建造新屋的成功与喜悦……

可以说，这些处理让作品在展现以溆浦为中心的湘

西北生活特有风情的同时，更让作品洋溢着超越时

代的温暖与和谐。当然，这种缝和与补缀并不可能

让矛盾与罅隙了无痕迹，乡村道德的真淳朴素与田

园生活的原野逸性无法代际传递的现实，让作品留

下了挥之不去的怅然。余公公与慧娘娘的世界，是

属于过去的世界，是记忆的世界，是回望时的世界。

龙头杠的被盗，就像《边城》中倒去的白塔。虽然

龙头杠可以重雕，白塔可以重建，但既往的一切无

法再现，失去的也无法挽回，该来的都还在迷惘之中。

不仅仅是结尾龙头杠的被盗与《边城》中“白塔”

的倒掉有着某种相似，其实无论是故事还是人物，

风格还是语言，《漫水》都与《边城》有着极为密

切的关联。作为湘西作家，王跃文对沈从文深为敬服。

他曾深情回忆拜谒沈从文故居时的情景：“我第一

次踏进凤凰的沈家老屋，望见挂在壁板上的沈先生

照片，我突然通体麻麻的就像过了电。那一刻，我

相信自己同沈从文先生的灵魂是相通的。”［25］这种

“灵魂”的“相通”，在《漫水》中的体现是极为

具体的。深浓的桃源情结、悠扬的牧歌情调、淳朴

的民风习俗、“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

性的人生形式”［26］等都可说是这种灵魂相通的具体

表现。正因如此，许多论者将两者予以直接链接甚

至等同观之。但从作品深层意蕴与生命体验来看，《边

城》更多地隐藏着天地苍黄中生命孤独与文化失祜

的悲哀，而《漫水》则更多的是对人性“善”与“美”

的瞩望与对日常生活悦乐的沉浸。其实，不仅《边城》，

《桃花源记》对和谐宁静生活的向往，《竹林的故事》

中经禅宗美学过滤后生活的明净，《受戒》中小儿

女童心童性的至真至纯等等，都给了《漫水》以应

有的滋养与濡染。相较而言，《漫水》更接近 20 世

纪 80 年代初汪曾祺的创作，与《大淖记事》《受戒》

等在精神气质上有着更大程度的契合。

20 世纪 80 年代，汪曾祺以“大器晚成”的姿态

出现在文坛。他穿过“伤痕”与“反思”文学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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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与血泪，给文坛带来了传统美学的情致与风度，

更带来了儒家文化的善良与和悦。他说：“我想把

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

意告诉人们，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增强对生活

的信心、信念。我的世界观的变化，其中也包含这

个因素：欢乐。”［27］王跃文对“善”与“美”的

瞩目，同样经历了种种劫数，是穿透了权力、物欲

和时代无序造成的阴霾与苦难后的诗性寻求。其次，

审美观念上，两者也有着内在的相通。汪曾祺认为

文学应该“总得有益于世道人心”［28］。王跃文也

认为“文学除了描写和展示，还必须有一种向善的

力量”［29］，“作家应该是仰望星空的人。人类需

要被照亮，也需要正义与光明引领”［30］。再有，

两者的文化资源也是极为接近的，那就是对以道德

为本位的传统文化的亲和与依托。汪曾祺说：“我

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须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

文化的影响……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

多一些。”［31］王跃文也有着近似的夫子自道。他

说：“我认为中国作家应该多从传统文化中寻求中

国人的精神滋养，从民间、从草根寻求中国传统道

德的火种。”［32］的确，传统文化有着久远的历史、

深涵的意蕴。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稳定

的结构与自足的特质。钱穆说：“得于性而内在具

足，再无所待于外，在儒家则成为圣，在道家则成

为真，在佛家则成为佛。三宗教法各异，但就其德

的一观念而言，则仍是相通合一，不见其有异。”［33］

传统的善与美，是人性本就具备的，只是时代的无序、

强力的压制、物欲的蒙蔽让其处于黯淡之中。在当

下语境中，将其重新发扬光大，对于深化文学作品

的审美内涵，惠泽读者的心性，重建社会精神文明

都有着极为重大的价值与意义。

儒家求仁、道家自然、佛家慈悲，彼此相融，

让生命具有应对外在冲击的能力，更让生命有着内

在属我的自由，这是传统文化之所以散发诱人魅力

的所在，或许也是作者在作品中意图将其圆融的缘

由。《漫水》中，叙述者将儒家的善良仁厚、道家

的自然适性，佛家的悲悯博爱，融入生生不息的民

间田野之中，从而整个作品也就有了深宏的生命内

涵与悠长的审美情韵。但整个来看，传统文化多是

以弱化、压抑甚至取消自我的方式来顺应既定生活

与自在状态。这虽有人与社会、自然达致和谐的特

质，但也有某种因循固化的弊端和过于守成的缺点。

无论是余公公的道德自信，还是慧娘娘的温顺慈悲，

还是生命的庄严境界等，虽给人以绵长的情韵，但

都呈现出内敛守成太过而开拓进取匮乏，谨慎矜持

有余而独立生化不足的状况，其生命值域也是属于

过去与历史的——历史是一种资源，但历史中的优

质部分并非是一种纯粹性的抽象存在，过度的依赖

顺应不仅无法让生命真正面对现实，甚至可能会让

主体新建的可能性空间萎缩。“过去就是没有任何

一种可能性的，是消耗它的诸种可能性的……我曾

经是的过去就是它现在之所是，就像世界上的诸事

物一样，这是一种自在。我必须要支持的存在与过

去的关系是一种自在类型的关系，即是一种自我同

一化的关系”。［34］因此，当余公公面对强坨的不堪时，

只能碍于情面而暗自生气。慧娘娘终其一生竟连“老

屋”都无力置办，面对强坨的怒怼更是忍气吞声。

温馨恬淡的漫水在经济大潮席卷中只能无奈地渐行

渐远，当然，对既定世界的顺应与认同，或许是生

命不可避免的维度，但需要对此种同化维度有相应

的反思与审视。这显然不是余公公与慧娘娘所能做

到的，它只可能存在于明了这一切的叙述者那里。

但为了文本的整一，叙述者又只能将这种情感认同

与理性疏离的悖反、诗性瞩望与时代语境的矛盾低

抑到最小的程度。于是优美与伤感，善良与苦难，

彼此相对同在却并不剑拔弩张，而是融入那风高云

淡、温润绵长的朴素生活中。

很有意味的是，80 年代的汪曾祺常以“美”与“善”

和解生活中的丑与恶。但随着创作实践的推进与生

命体验的丰富，他的创作出现了“中年衰变谈何易，

唱罢莲花又一曲”的情形。先前《受戒》《大淖记事》

这样软、柔、甜的作品日渐减少，《辜家豆腐店的女儿》

《薛大娘》《八月骄阳》《百蝶图》《鹿井丹泉》

等表现“怪力乱神”的创作大大增加。但王跃文却

由先前发露腐败、批判变异的“求真”，转向以“向

善”与“尚美”为主导的《漫水》《爱历元年》等

创作。变化各自不同，但都是在特定境遇中对创作

开展的尝试与探索，都让各自的文学世界变得更为

丰富与斑斓。萨义德曾对艺术家风格的变化有过精

妙的论述，他说：“我们在某些晚期作品里会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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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被公认的年龄概念和智慧，那些晚期作品反映

了一种特殊的成熟性，反映了一种经常按照对日常

现实的奇迹般的转换而表达出来的新的和解精神与

安宁。” ［35］。对于王跃文天命之年创作的《漫水》

也可作如是观，只是王跃文正处于人生的壮年，其

创作的新变也正值得我们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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